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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之后的中国:

探索过程中的国家对外战略
①

时殷弘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邓小平对世

界大势和主题的根本判断。在经历 1989年春夏严峻政治风潮的考验之后，

邓小平提出“二十六字”对外战略方针，并通过 1992年其“南巡”讲话，为此

后中国和平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近 20多年中国经济的强劲走势，

为中国对外战略转型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然而，20 多年里一系列外部重

大事件引起的世界格局调整及治理更趋复杂和艰难，不断影响和推动着中

国对外战略的探索过程。随着 2008年金融危机和其后持续经济衰退，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更为内向，对外政策的进攻性相对减弱，中国则更加关注周边

安全，采取相对主动的大力进取重塑地区经济和安全秩序，中美在东亚、东

南亚的影响力竞争加剧。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有所作为”的战略转

型更加显著，其焦点之一就是在最具战略意义的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愈益

增进自身的战略权利及权势影响，先是偏重“战略军事”调整和布局，而后

施行“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并举之策，结果是既获得重大收益，亦有重

要风险。非常可取的是，2016年秋季往后，部分地是为应对“特朗普冲击”，

部分地是为打造接续引领全球发展的包容性形象，再加上美国在对外合作

方面的消极趋向提供的重要机遇，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近乎全面地

显著温和化。现今的复杂挑战特别在中美贸易对抗和朝鲜问题上。中共

十九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三个“更为大力”将构成对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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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长期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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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

一 作为引言的邓小平

中国现代史就是中国现代爱国主义的历史，激进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

1949年以前的腐朽往昔越来越成为中国爱国主义的主流，而且越来越成功地与中国

共产党的大众动员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最伟大的中国现代爱国主义者、天才的现

代中国革命家毛泽东领导下，依凭现代爱国主义与社会大众革命的成功结合，赢得了

现代中国的最大政治 /军事斗争。在毛泽东领导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至上，

革命被认作强国之道，从而被认作“更真切、更伟大的民族主义”。①

从 20世纪初到毛泽东逝世，中国激进爱国主义已经走完了它的一个全程。邓小

平，中国的历经了几十年革命的共产党人之一，然而是最富有创新性地适应改变着的

中国和世界的思考者和实践家，同时也是政治领导素质和大战略才能方面最佳的领

袖人物。他在他的战友的支持和辅助下，以最大的魄力开启和进行了中国的历史性

的伟大改革，其中包含转变中国激进爱国主义。他清晰地认识世界的变迁，力图为中

国的繁荣、进步和富强顺应世界的变迁，同时也作为主要的决定性历史个人之一，参

与塑造历史的变迁。

这个塑造进程当然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即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而其根本背景不仅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还有苏联在勃列日涅夫

执政后期的愈益凸显的问题。苏联几年前刚获得由美国正式承认的超级大国地位，

亦即刚攀上其世界权势和威望的顶点，却实际上如美国著名战略史家约翰·刘易斯

·加迪斯所说，“已经变得不能履行任何有效的战略的最根本任务: 有效使用可得的

手段去实现经选择的目的。”②其历史性结果非同小可，那就是将塑造世界趋势的舞

台敞开给世界别的地方能够这么做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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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了，来自意外的源头: 或许这就是原因，导致他们从未经预料

的观点出发质疑 20世纪 70年代———确实整个冷战期间———的流行俗见。”

“他们除其他外，依凭他们的杰出的个性、他们面对逆境的坚韧、他们的无

畏和率直，然而首先是他们突出的动员技能，即不仅能将他们的认知传达给

千百万其他人，也能说服这千百万人接受这认知和跟随其引导。”由此，“他

们开始了结束冷战的进程。”

美国外交史学家约翰·加迪斯由衷地赞誉邓小平是他们之中的第一人。他认

为，事至如今可以肯定，邓小平是其中最伟大即造成世界最大积极变迁的一位。“很

难预料毛泽东的一名长时期追随者，在他身边不易见到的五英尺高的小个子，居然会

使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给他的国度一种市场经济。邓小平喜欢说‘不管黑猫白猫，

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的猫论———他用猫来指意识形态———令他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与毛泽东发生冲突”，继而他两下两上，历经个人艰辛苦难而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

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到那时，他已经对他的前任扭转局面，办法是宣告毛泽东错事

对事三七开……伴随这关于百分比的宣告，邓小平为自己探求一条很不同的道路赢

得了空间。”

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实验，邓小平向世界表明一个共产党能够大大地、甚而

急剧地改善它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腾飞，到邓小平在 1997 年逝

世时，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回到与苏联的对比，现当代史上最糟糕的战

略家之一戈尔巴乔夫在 1993年懊恼地承认，“毕竟中国当今能让它十亿以上人民吃

饱肚子。”

这就是邓小平及其同伴塑造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变迁: 由于他开启的改

革开放，连同几乎令世界不断惊讶的迅速和巨大的发展，中国大大提高了占世界人口

1 /6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了一个巨型大国的经济社会状况，由此显著增进了

世界的稳定和繁荣。反过来说，假如有十三四亿人饿肚子，缺房住，少就业，不稳定，

世界肯定会比现在糟糕得多。不仅如此，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实际增添了新的巨大的

国际公益提供者: 中国对世界金融、世界贸易和国际安全的贡献已经大为增长，而且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世界的新认识和迅猛增长的国力，中国正在迈进作为国际

公益主要提供者之一的门槛，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东亚安全领域。中国在

越来越多地履行毛泽东的一句至理名言:“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邓小平及其战友塑造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变迁还在于世界力量格局: 中国

因改革开放而经济迅猛发展，从而可以说挫败了美帝国。如果从苏联解体和海湾战

争算起，假如没有中国的早已成为世界最大谈论话题之一的勃然崛起，那么美国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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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全世界不可一世，或用许多美国人一度相信的话说，叫“单极世界”或“历史终

结”。然而，由于巨型独立国家中国的崛起，这一近乎实现的想象终究没有实现。美

国在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之后，似乎很接近 16至 19世纪欧洲的一个术语———“普遍

君主国”，即普遍帝国的势头，甚至在中国也有不少人相信甚或准备接受这一局面。

然而，现在的情况几乎完全不同。这表明，只要有巨型国家中国的独立存在，就不可

能有哪个国家成为“普遍帝国”。联系到前面一点可以说，中国搞不好世界就遭殃，

中国搞好了就无人能称霸天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充满挑战和风险的事业，特别在改革开放初期。1989 年

春夏，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经历了一场迄今最急剧、最复杂和最严峻的考验。邓小平及

其战友在这场风波中的艰难决定，连同紧随事变平息而宣告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决策

和安排，用一位考察事变经过的美国学生的话说，“成功地保证了他的国家历经一个

激烈动荡的变更时期而存续下来，这变更是解脱将中国紧紧绑在往昔的旧政策，转到

较为自由但仍需某些管控的状态……他几乎独自保障了现代中国国家的生存。”①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对外战略紧随 1989年春夏的事变而落定。此前，这位善于领

悟世界大势和格外求实的政治和战略大师已经逐步提出他关于世界的根本哲理式论

断，即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具

有根本的时代条件。他还深切明了科技和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重大作用，提出

对外开放须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并且业已提出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去处理有关

的国际争端的新思路。与此相应，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而他倡导的中国经济

改革日益引起美国的关注，中美之间以经贸为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大大促进了双边关

系的全面展开。主要是为应对 1989年春夏风波后中国暂时的空前困难和国际风云

巨变，邓小平提出最为脍炙人口的大战略方针，那就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

对、不扛旗、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②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在此基础上就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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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
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321、354、363页。



关系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促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出

僵局。

1992年，邓小平做出了他的为改革而斗争的“最后的政治行动”。① 东欧剧变和

苏联解体的惊人形势，还有由此加剧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曲折性，促使他毅然南巡，途

中反复强调坚持和加快改革开放。“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

策”;“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

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

经营管理方式”;“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他甚至还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

一项基本原则，即“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要反对霸权主义”。② 中国的经

济腾飞由此而起，中国对外战略的一大根本环境自此生成。

二 急剧变化中的形势界定与战略探求( 1999至 2002年)

1989年之后，中国对外战略、特别是对美战略和政策制定开始了长达近 15 年、

由“第二代领导核心”往后的代际转变。因此，考察或回顾这段时期中国对外战略探

求，以江泽民总书记领导时期的政策演进作为基本对象不无道理。

总体而言，从 1989到 1999这十年的全球战略变迁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国

际战略视野及思考维度的调整、变化。具体而言，一些直接涉及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

的突发事件对中国决策者和公众的世界观有重要的刺激作用。1999 年科索沃战争

和北约盟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等急剧事变冲击了中国领导人原先的印象和

政策模式，也引发了国内知识界和公众对一些主要的对外政策前提假定的困惑和争

论。③ 争论围绕以下几方面问题: 全球化对( vs．) 多极化，或全球化与多极化; 新兴强

国对( vs．) 既有超级强国; 美国霸权的基本性质和功能( 主要是压迫性的还是维持稳

定的) ; 中国参与各类国际体制的利弊得失; 美国对华政策两大成分( 战略防范 /政治

挤逼 /外交压力与“接触”( engagement) /协调 /有限合作) 之间的基本比例; 中国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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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的应有的平衡; 和平与发展是否依然是当代世界主

题。这些问题大多与上面说的邓小平遗产的复杂性有关。

困惑和争论因为 2001年对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而大为加剧，由此开始了这里

谈论的演化过程的最能动部分，亦即中国自九一一往后颇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世界形

势和外交任务。① 以时间先后为序，它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紧接九一一之后的六个月，其间最有意义的是中国对那往后的三项

变化的意象，即: ( 1) 美国国家安全轻重缓急次序的变化; ( 2) 世界权势分布的变化;

( 3) 中国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的变化，加上中国关于美国反恐战争的意图的意象。

在这些问题领域，有着非同小可的困惑、争论和摇摆，导致中国对美国多战线反恐战

争的舆论、态度和政策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第二阶段始于 2002 年 3 月台湾“国防部长”汤耀明对美正式访问，大致与此同

时 1997年往后美台军事合作的加强被披露于世。② 以这和其他更广阔的事态发展

为背景，中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的优越权势、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为、美台军事关

系的强化和美国政府之拒绝宣布东突伊斯兰运动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强烈不满和愤

慨。中国严重怀疑美国在阿富汗暂时取得军事胜利后继续进行大规模反恐战争的真

实意图。中国政府或官方媒体强烈地谴责美国政府的若干重大宣告、战略信条和决

策，包括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论、“先发制人打击”信念、美国政府发布的《核态势

重新评估》报告、美国五角大楼 2002年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估报告和对美台军事

关系的强化。

然而，在 2002年夏末秋初，几乎戏剧性地来了第三阶段，当时被西方媒体称作

“大变”( sea change) ，亦即中国政府对美态度和政策的温和化变迁，连同中美关系的

非常显著的改善。2002年 8月 22日至 10月，中国政府先后颁布美国政府多年要求

但长时间未达成的《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

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和《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 美国政

府则于 2002年 8月 26日宣布东突伊斯兰运动为恐怖主义组织。③ 这显著变化产生

的主要原因，是讲求实际的观念、审慎的乐观主义和优化了的战略思维，加上美国政

府对华态度的积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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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回顾基于时殷弘:《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 15 年:演化过程、基本经验和尚存问题》，《国际观察》2004
年第 2期。
John Pomfret，“In Fact and in Tone，U．S． Expresses New Fondness for Taiwan，”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30，
2002．
《美国认定“东突”组织恐怖性质内幕》，参见网页 http: / /news． 21cn． com /world /shizheng /2002 － 09 － 03 /
759155．html．



随之而来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标志着中国战略的进一步重大澄清和优化。十六

大报告①坚持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虽然这坚持与上述中美关系的重大

改善密切相关，但结合与此同时的中国政策行为去分析，它还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他

们相信中国应有的世界政治态势和对美政策连贯性下了某种较长期的战略决心。十

六大报告对外政策部分的其他一些重要提法，尤其是扩大与发达国家( 当然首先是

美国) 的“共同利益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也体现了这一点。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里的基本政策声明相比，报告没有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没有提“反对超级

大国干涉”等等，这同样透露出更加温和、审慎乐观和求实的对外政策前景。

但另一方面，中国并非只是温和。十六大报告还有另外两个部分，都与对外政策

和对美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关于国防建设和台湾问题的。这两部分明确地宣示了

至关重要的两点: ( 1) 加速实现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 ( 2) 决不容忍“台独”。这两条

同样是中国领导人的重大的战略决心。因此，与过去相比，中国现有两大更清晰、内

在更连贯的战略决心: 坚决和尽可能坚持不懈地实行温和、审慎乐观和求实的对外战

略; 坚决加速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和决不容忍“台独”。这可谓“双头战略”，有“软”

也有硬。

然而，在战略澄清和优化的同时，中国依然面对一些重要的两难和战略内在紧

张。“双头战略”固有其潜在的问题，因为“双头”之间总是有矛盾的，在实践中有时

难以达到它们彼此间的充分协调。而且，未来的某些国际形势，还有特别是台湾问

题，可能发生重大的恶性变化，哪怕是暂时的或间或的，以致给坚持温和、审慎乐观的

对美方针带来不易处理的困难。另外，在多变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如果要坚持温和

的方针，那么怎样培育和巩固所需的足够程度的国内有关舆论共识就将是个难题，是

对中国国家现当代才能的一种考验。

三 和平崛起与军力建设: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 2002至 2008年)

当代中国始于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直到晚近为止，中国的国家大战略无疑可

被浓缩为“和平发展”，依据战略研究中的理论观念，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称战略

( asymmetrical strategy) ，或所谓“间接路线”( indirect approach) 。理论上，它意味着

“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和“避敌之长”。② 这相当于孙子式战略方式，在中国非常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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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全文见《十六大报告( 全文) 》，参见网页 https: / /wenku．baidu．com /view /72ca44f6910ef12d2af9e754．html。
详见〔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 ，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 368～369页。



久和主流的政治文化和战略传统中有深刻的底蕴和渊源。此外，就当代中国的军力

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而言，其战略形态根本上说是对称战略( symmetrical strategy) ，

或所谓“直接路线”( direct approach) ，意味着“针锋相对”“正面攻坚”和“对阵激战”

( pitched battle) 。① 这在精神上相当于克劳塞维茨式战略方式。这两类战略方式俱

非万应灵药，总的来说都利弊相兼。中国政府多年以言辞和实践反复表明，它坚信中

国既要大力和平发展，又要加速增强军力和推进军事现当代化，亦即结合使用不对称

与对称战略，以便尽可能兼取两者之长和规避两者之短。

中国多次重申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和平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

的战略裨益，特别是从一种相对较为开明( liberal) 的视野去看。它依凭这么一个假

定: 为促进和平发展，一国将在绝大部分时间、绝大部分方面依靠广义的“软权势”，

即所有非强制性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② 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 特别是“微笑外

交”的柔性功能) 、文化力、移民力等等，还有国家发展成功本身在国家巨大规模之外

带来的格外的威望力和劝阻力( 或曰“软威慑”) : 所有这些的特征在于非暴力伤害

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和很大程度的互利性。与“硬权势”相比，这样的力量最

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最小成本发生，后果方面最可接受，因而一定意义上最

为无敌。特别是，和平发展战略的最大好处是相对成本低，且其效应比较经久，虽然

进程比较缓慢。中国政府直到晚近，显然相信资源不富，内部困难多，因而一定要格

外地追求保持低成本。与此同时，它又显然相信中华民族传统上较有耐心，因而经得

起这里说的相对缓慢。更何况，中国的抱负长远伟大，因而更应倾向于主要依靠广义

的软权势可以产生的相对经久的效应。

在此所说的时期里，中国的领导人和多数政治 /社会精英显然特别相信，鉴于世

界政治的基本性质的变化，这样的和平发展有其坚实的基础。“战略机遇期”观念的

根本大概就在于此，其次才是九一一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重心或优先的转移。战争作

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迅趋衰减，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 /军事安

全转向经济、技术问题和软权势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国

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军事表现重要。在这

样的变化中，中国作为巨型“贸易国”的和平发展被认为总的来说符合世界历史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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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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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这里的广义软权势定义与约瑟夫·奈的软权势定义( 尤其是其侧重面) 有所不同，后者至少到前不久为止，
自觉地被界定为特别适合应用于美国，很不适合应用于中国。参见 Joseph S． Nye，Bound to Lead: The Chan-
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 New York: Basic Books，1990) 。



前潮流。① 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可以有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重大有利条件和可观

前景。②

回转到本文开头，经过邓小平和他以后 20 年间的中国领导人，中国激进爱国主

义的势头已经转变。在革命意识形态不再对大多数中国人有先前那样的吸引力的情

况下，在特别是中国和世界发生了 20世纪末的种种变化之后的新环境中，新的思想

观念、情感和政治需要使中国的爱国主义不同于例如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中风行的:

现在诉诸中国的古代传统辉煌( 特别是被盛赞的儒家文化) 成为完全正当和理直气

壮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政府经常宣告的、也是中国公众热情接受的最

流行国家口号之一。与和平发展成为国家方向和纲领相应，政府和公众都有一种愈

益强烈和“返回式”的意识，即中国爱国主义不能排除构成中国悠久政治 /伦理文化

主流的儒家文化。中国领导人积极动员起儒家教义中的某些经过选择的重大成分，

以服务于他们的内外政策纲领，服务于中国的软权势建设，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

“和谐世界”理念和中国政府在国外设立众多孔子学院显示的。

然而，中国领导人显然没有忘记，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软权势与和平发

展都有与它们的重大功能和裨益并存的局限性，从而作为对称战略的主要资源之一

的军力发展势所必须，更何况还有一项历史的经验性常识，即世界一再证明它本身可

以恶性地能动。因此，他们确信中国必须大力从事现当代军力建设。

就此，理论性质的谈论可从比较出发: 比较持有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不同

流派如何各有偏执地对待软权势。它们都喜欢软权势，但原因各不相同。现实主义

流派喜欢它，大致是因为它被当作硬权势的一种值得欢迎的补充或襄助。然而，现实

主义者往往不明白或不注意，为了拥有和发展软权势，通常须对硬权势及其增进打上

一定的、甚或相当大的折扣。自由主义流派喜欢它，一般是将它视为硬权势的一种非

常值得向往的替代。然而，自由主义者不想承认，至少就当下或短期而言，软权势经

常不如硬权势那么有效，因为软权势如前所述倾向于代价较低，但往往效率也较低。

建构主义流派喜欢它，是将它当作一个了不起的建构过程，以便构造和改造世界政治

和国际关系，使它们不受或少受权势争斗、特别是敌对性争斗的支配。可是，建构主

义者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在追求眼前利益的时候，一般那么经常地

缺乏关于久远的仁善未来的眼界，缺乏逐渐实现它的耐心，以致阻碍甚或阻绝这非常

耗时的建构过程去产生其仁善的建构效应，假如籍以时日这过程真能较充分地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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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效应的话。所有这些都关系到软权势的基本局限性，都要求人们不要迷信它，就

像不要迷信硬权势一样。

军事力量、军事意志和军事体制效能在某些可能的至关紧要的紧急情况下最重

要。不仅如此，除了它们在和平时期防止最坏情况发生的威慑作用外，它们还可以有

至关重要的威望、影响力和有时必需的强制性外交能力。特别对经济实力和贸易影

响与日俱增的当代中国来说，尤需明白和牢记: 经济力量恰如军事力量一样，有其在

可互换性( fungibility) ①方面的固有限度。中国领导人记得，况且还有中国武装部队

和某些现实主义学者经常提醒: 军事强权仍是国际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先进和强

有力的武装力量仍是在军事强权面前捍卫自己的一种必需; 领土 /军事安全问题仍至

关重要，主权争执、领土争端和其他紧要利益的抵牾仍多发和常见，即使与先前的历

史时代相比总的来说已变得不那么突出和激烈。因此，军事力量仍有重大意义。历

史和理论都昭示，国家大战略在和平时期有一项重大任务，即念念不忘军事安全和备

战。“带着对一场( 或几场) 你可能会被要求去打的战争的不断关注来操作和平至关

紧要”;“有关的政治实体的真正任务，一是确保非军事方面在战时不被完全忽视，二

是确保军事方面在平时不被丢诸脑后。”②

当代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的开启远晚于改革开放的开启。多少有如西

汉初年的社会极端凋敝和国家极端贫困实际上强制规定了西汉初期的国策方向，亦

即“休息无为”，以致最终“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③ 邓小平在担任党的领导核心的

整个时期里，将党和国家的政治、精神和物质资源大都集中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条

件下的经济大发展，并且为此将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相对“边缘化”，或曰推迟

之。此即他的“军队要忍耐”的思想或要求。④ 在这位特别兼具求实精神与宏远抱负

·81· 美国研究

①

②

③

④

一位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将这里说的可互换性定义为“权势资产”或资源从一个政策领域转到另一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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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治理———它的政治制度的效能; 价值———一国据以生活并予以维护的规范、它的意识形态的性质以
及它吸引外国人的程度; 财富……; 领导———它的领导人的技能，连同它拥有的娴熟精巧的领导人的数量;
军事权势……。在这所有各种资产中间，财富和政治技能看来最为通用，地理状况和治理最不通用，因为这
两者更多地是给定性的; 价值和人口非常多样可变，分别取决于价值的内容和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和技能; 军

事权势介于两者之间，即一边是财富和技能，另一边是地理和治理，但更接近于前者而非后者。”罗伯特·
阿特:《武力的可互换性》，载于罗伯特·阿特和罗伯特·杰维斯编:《国际政治:常在概念和当代问题》，第
七版( 时殷弘、吴征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233～234页。
〔美〕保罗·肯尼迪:《当今和未来的美国大战略》，载于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 时殷弘、
李庆四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 169～170页。
《史记·吕太后本纪》。“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
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关于“钧驷”，《史记索隐》注曰:“天子驾驷马，其色宜齐
同。今言国家贫，天子不能具钧色之驷马。”
参见“军队要忍耐”，http: / /baike．baidu．com /view /4140128．htm。



的伟大的领导人看来，浅显无疑的、起码的战略道理之一就是国家大局优先、构筑基

础优先:“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①按

照本节开头的界定，邓小平时期中国的大战略形态是压倒性的不对称战略。

“军队要忍耐”原初就意在是暂时的。② 而且，恰恰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上

述大战略导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情况就更是如此。然而，两大急剧的事态多少提早

了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的开启，那就是: ( 1) 美国依凭骤然亮相的高技术武

力极为迅速利落地打赢海湾战争，这给中国带来了心理震动和思想冲击; ( 2) 继而，

“台独”威胁随李登辉 1995年抛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论而急剧浮现和迅速加剧，从

而带来进一步的强烈冲击。在这些背景下，转折到来: 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

后，推动军力加速度建设和军事加速度现当代化，其目标一言以蔽之，是使中国与其

武装力量具备打赢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能力。③

在这一目标和相应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主导下，在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期

间，中国军事的多个层面和多方状态显著变革。它们中间尤为重要的包括: ( 1) 军事

预算自 1999年往后的 13年里不断以两位数的年增率持续高速增长，仅有其中两年

的年增率略低于两位数。( 2) 坚决、有效和相当迅速地制止了一度出现的部队经商

活动，从而除掉了军内涣散、怠惰、违纪和腐败的一部分缘由和助因。( 3) 通过“军转

民”等重大措施，在颇大程度上实现了军事工业和后勤体系的合理化“瘦身”。( 4) 新

的、现当代化的军事信条或原则有力地浮现，并且得到较有力的贯彻，其中特别是: 多

军兵种合成体制，其建设和扩充重点被置于除传统陆军( 步兵陆军) 之外的所有战略

和战斗性军兵种; 愈益发展和依凭先进军事技术和新型武器系统; 本着可谓“对称战

略中的不对称战略”，赋予所谓“撒手锏”武器系统的研发、制造、装备和部署大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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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28页。在自然经济为主、农业理应第一的传统中国，类似的构筑军事力量之经
济基础的观念是最悠久长存的“天然”政治 /战略信条之一。例如，班固《汉书·食货志》载贾谊上书汉文帝
云:“世之有饥穰［饥年丰年］，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 卒然边境
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供应］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抢劫］，罢( 疲) 夫赢

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朝廷权力］未毕通［延及各处］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
有及乎?”这就是说，羸弱的经济意味着财政拮据，财政拮据转过来又意味着无力应付对外安全紧急状态。
此乃最高的也是最基本的传统中国政治经济学。
“( 将来) 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 “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
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9、129页。
1993年 1月，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初步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
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江泽民语) ; 2000 年 12 月，江泽民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高技术战争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 江泽民语) ; 2004年 6月，中央军委据此充
实和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见曾令
勋:《60年来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创新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 5期。



别优先的地位; 扩展、丰富、细化和深化战略规划工作，连同与之相关的各类战略研

究; 增进中高层次专业军事教育的规模和重要性，同时增进军事专业化。总之，借用
《华盛顿邮报》2005 年初一篇文章的话说，“从头到脚的现代化正改造着中国

军队”。①

2004年 9月，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在继续并加速

贯彻的同时，有了重要的发展。特别具有创新意义的是，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

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②这在增强打

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之外，主要意味着将非战争军事行动作为国家军事

力量运用的重要方式，注重遏制危机和战争，科学筹划和实施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

设，提高维护海洋、太空、电磁空间安全和从事反恐维稳、应急救援、国际维和任务的

能力，参与国际安全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军事交流，推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③ 可

以说，由于如此结合和纳入军事与政治、军事与外交、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传统安全

与非传统安全等维度或要素，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的内涵显著丰富化，以求更加适应

世界和中国的变迁。

四 格局大变与复杂性增生中的战略竞争( 2008至 2012年)

2008年秋天，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首先在美国爆发，继而迅速蔓延到中

国以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美国与其为首的西方由此开始愈益显著地相对( 即使并

非绝对) 衰退。在此背景下，快速崛起的中国开始进入它真正当代或当前的历史大

阶段。自此往后，中国的基本面貌大致有如下述，尤其在中国以外的人们看来更

如此:

一个巨型民族国家，具有急剧增进了和增进着的经济、金融和军事实力，在多个

国力国势领域已经拥有或接近拥有世界第二强地位。

一个依然面对巨大、多样和复杂的国内挑战的国度，但现在已经更关注对外事务

和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因为国内经济必需，因为对“地缘政治战略权利”和作为一大

强国的民族国家光荣的更强烈的向往，因为有力地上扬着的大众民族主义和“胜利

主义”( triumphalism) 以及更雄心勃勃的武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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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dward Cody，“China Builds a Smaller，Stronger Military，”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12，200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40～41页。
《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 全文) ，第二部分“国防政策”参见 http: / /mil．news．sina．com．cn /2009－01－20 /
1058539493．html。



一头“重新觉醒”的东亚雄狮，自 2012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之后在领袖习近平领

导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习近平强有力地启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加速过

程，其对外政策动能颇大程度转换，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有了许多不同于先前的话语和

实践，同时也使其他国家准备不足，从而发生困惑，增加了误判的可能。

中美两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竞争集中于中国的紧邻周边，与相关的海域

洋域密切相联。这竞争一直在相当迅速地演化，而与先前若干年的图景不同，大致直

到特朗普 2017年 1月出任美国总统为止，美国在外交 /战略阵线上颇多斩获，即使某

些只是短暂的。一方面，美国的斩获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奥巴马政府在东亚和东南亚

不遗余力、不失机会地争取外交收益; 另一方面，它们也大受益于区域内的机会性事

态或便利，这不是由美国决策者造就而是由他们现成地利用的。这些事态或便利主

要有: 日本、韩国和缅甸等国发生的政治和心理变化; 周边国家面对巨型中国快速持

续崛起( 包括其远程军力的大力建设和海军活动的扩大) 产生的忧虑、怀疑和不满;

中国与各邻国之间广泛的领土和海洋纠纷; 该区域内某些政府就与中国对抗而得到

美国和国内选民回报的期望等。

在中共十八大以前的数年里，在与东亚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中，中国公众和政府

两方面的“胜利主义”显而易见，虽然在政府方面其程度较小。关于这“胜利主义”，

最重要、最广泛的一个原因大概要到“G2中国版”中去找，那是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方

向的非传统的理念，吸引了不少中国对外政策精英，即中国作为可望的世界第二大

国，其对外政策的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应是尽最大努力，与超级大国美国结成稳定和

大体合作的关系，以便“共管”区域甚或世界，尽管实际上中国在战略和战略性外交

方面的对外“重中之重”必须是两个，即对美关系与近邻关系，而不仅仅是一个即对

美关系。

在那些年里，在对东亚东南亚周边行为中的部分“胜利主义”还有其他一些原

因: 首先是持续上涨的中国大众民族主义，它被某些大众传媒加强。无可否认，中国

政府受到它的某些干扰和制约。还有，不同的政府部门之缺乏协调有时看来颇为明

显，以致某些西方人的下述评论颇有说服力: “军方、关键的政府部委和国有公司里

的新一代官员已开始定义中国如何应对其余世界”;“现在是中国政府弱的时候。结

果，种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以一种不那么协调、不那么中央集权化的方式脱缰而

出。”①这甚至间或发生在最高领导最重视的对美政策领域，致使奥巴马的顶级幕僚

们在 2010和 2011年之交断定，中国领导人虽然希望对华盛顿温和，但“往往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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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hn Pomfret，“Dispute with Japan Highlights China＇s Foreign Policy Power Struggle，”The Washington Post，Sep-
tember 24，2010．



分散的执政党支配，其中将军们、部长们和大公司利益与过去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

代相比，更多影响，较少敬畏。”①

所有这些分析提示了一点: 政治领导至关重要，他们的眼界、抱负、意志力和政

治 /战略技能至关重要，即使有国内大众民族主义、部门协调问题和外部环境复杂挑

战的增长的作用。中国领导人可以从他们的美国同行学到某些东西，后者在中共十

八大以前的几年里暂时赢得了中国家门口的一轮外交竞争。②

五 “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 收益与风险( 2013至 2016年)

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战略规划和实践得到强有力的引领，并且得益于习近平总

书记的绝对权威、宏伟抱负和一抓到底的顽强毅力。他大力加强中国战略性军事力

量( 特别是远洋海军) 建设，大为扩展中国的战略活动范围，争取中国在亚洲和西太

平洋( 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的西太平洋西部) 具有愈益增长的、无论是“软”

是“硬”的权势影响。

服务于这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有两大类: “战略军事”( strategic military) 和“战

略经济”( strategic economy) 。概略地说，从 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结束到 2014 年

秋季为止，中国政府主要使用的是“战略军事”，它体现在中国战略军力建设加速推

进，海上及空中军事活动范围显著扩展，对美、日等国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和强硬的反

制，在南海和东海争议地区从事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此类“战略军事”的双重

效应显而易见: 显著地增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大幅增强，战略活动范

围急速扩展，有力地支撑起中国在南海和东海海域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声索，为中国争

取理所当然的应有战略权利; 与此同时，它们也多少妨碍中国进一步获取国际软权

势，使相关周边的战略 /外交环境更加复杂和脆弱，增大了与日本及美国的军事冲突

风险，并且作为其主要反弹，客观上促进了美国战略“再平衡”的强化和日本解禁集

体自卫权的进程。

因而，很可能伴随某种与此相关的战略审视，从 2014年秋天开始，中国政府实行

一种有利于“战略经济”的战略转型重大决策，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

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契合一项紧迫的国内需要，即在国内经济增长呈缓慢但

顽固的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下，力求显著增进对中国产能的境外需求。考虑到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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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David E． Sanger and Michael Wines，“China Leader＇s Limits Come into Focus as U．S． Visit Nears，”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6，2011．
以上四段基于时殷弘:《中国周边行为中曾有的“胜利主义”: 动能和决策复杂性》，《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
第 10期。



年 10月和 11月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的管控紧张的安全协议，即中日
“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事情就更是如此。

无论是习近平反复倡导并着力推进规模巨大的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中国从 2014年 10月起大力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

是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以及创设“中巴经济走廊”和提倡“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

等，都是“战略经济”方向上的重要事态。如果加上中国政府在着力推进的、面向周

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以及其他已经或准备大力投资的远近周边经济项

目，中国显然更注重将其对外战略重点“分叉化”，“战略经济”因而成为其优先议程

上的另一个重大维度。

然而，“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显要，显见于中国基本的战略态势、或

曰战略复合态势之中。中国战略性军力的经久急剧增强仍在继续，甚至是以加速度

继续。中国武装力量主要面对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的军事斗争准备仍加速进行。与

此紧密关联，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的中美军备竞争和更

广泛的战力竞争，这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这方面的一个新的重

大事态，在于美国伙同韩国执意在韩部署将严重伤害中国既有战略威慑能力的萨德

反导系统，而如此必将引发中美战略武器竞争的一个新的重要方面。美韩两国政府

宣布决定部署萨德系统以后，中国对韩态度和对韩关系急剧逆转，这表明习近平维护

中国战略核威慑能力的决心不可动摇。

同样显著，中国继续在南海大力伸张和发展自身的海洋权利和战略权势，特别是

在南沙群岛的多个岛礁同时进行急速的大规模扩岛，并且在其上构筑军事能力。这

既大大加强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实力地位，强劲地增进了中国的海洋战略能力，也显

著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增加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紧张，而且促使美国

在东亚太平洋的盟国、准盟国和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它们互相间的安全合作网络。

由此开始，美国屡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中国扩岛后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

至进入其 12海里周围水域。中国则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导弹、战机和雷达，并且

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对峙。

2016年 7月 12日，被中国斥责为“一张废纸”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关于菲律宾

诉案的裁决，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声索和主权声索的合法性。就此，中国

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实质上宣告“九段线”内所有岛礁皆为中国领土，这些岛礁周围

的紧邻水域皆为中国领水; “九段线”内的其余海域皆为中国的 200 海里专属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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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中国的这些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基于历史性权利。① 为了表明中国的愤怒

和决心，人民解放军海军三大舰队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人民解放军空军在南

海的某些争端岛礁和海区上空进行战斗性巡航。人民解放军最高级将领在海牙仲裁

法庭发布裁决之后对外宣告: 中国决不会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因为这关系到中国

的核心利益，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②

在东海，“战略军事”变得甚或比先前更显著。2016 年 6 月初，很可能为了抵抗

美国及其战略伙伴就南海问题施加的愈益增进的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包括由两艘

核动力航母为首的特混舰队操作的在南海急剧的对华军事威慑，一艘人民解放军海

军护卫舰驶入东海钓鱼岛附近水域———中国就该岛采取的首次此类军事行动，伴有

中国空军军用飞机几度飞临接近钓鱼岛上空的空域，被日本政府称作实属罕见。③这

项行动的目的很可能是要迫使对方进行某种可比喻为“两线作战”的行动。此后，很

可能处于同样的战略目的，中国在东海对升级干预南海问题和急切支持海牙仲裁法

庭裁决的日本施加空前的压力。与此同时，中日在东海的军事紧张和对峙进一步加

剧，特别是中国 40余架各类军机集群飞越冲绳与宫古海峡之间的空域，而日本航空

自卫队军机紧急升空以警戒中国军机的次数几个月急剧增长。④

作为“战略军事”的一项重要内涵，中俄两国间的战略 /军事协作迅速地大为加

强。这是两个重大事态———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大为加剧和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

抗———的一个地缘政治结果。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加速对华输出，还有中俄

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更重要的是，2016 年 6 月下旬，中俄

两国元首发表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称美国主导的导弹防御体系违背中俄

两国的联合意志和战略安全。⑤ 是年 9月，中俄两国在南海进行联合海空军演习，而

南海是其时中美战略竞争特别激烈、战略对峙最为显赫的地区。尤其以这两个事态

为标志，可以认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其战略和军事内涵变得愈益突出

和广泛，一度达到或至少接近达到准同盟关系。

因而可以说，中国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成了一种复合性的复杂路径，

而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是个战略扩展。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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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 全文) 》，http: / /news． ifeng． com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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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ko Mie，“First Chinese Warship to Skirt Senkakus Triggers Protest from Tokyo，”The Japan Times，June 9，
2016．
《日战机全年紧急升空或超千次，七成应对中国》，共同社，2017年 1月 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全文) 》，2016年 6月 27 日，
参见 http: / /www．360doc．com /content /16 /0627 /18 /699582_571183847．shtml。



对外关系和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 两项重中之重) ，即对美国和对亚洲邻国的关

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

执之中。展望未来，若没有出现可能的重大缓解或扭转，那么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

略对立很大部分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 至少是其西部) 的。“修昔底德

陷阱”首先会在海洋上。

六 特朗普和其他事态:中国的战略反应和初始调整( 2016至 2017年)

如前所述，中共十八大往后的约三年半，或较精确地说从 2012 年底到 2016 年 9

月杭州二十国峰会开幕，虽然有以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为首要内涵的“战略经

济”，但中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仍主要以伴有种种强硬行动的“战略军

事”为特征。

然而在此期间，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前，国内外局势的一些变化或改变着的

种种形势，促使中国的战略态势和战略行为与先前相比趋于温和化。在这些形势中

间，国内的主要有经济增长呈缓慢但顽固的下行之势，金融风险显著加剧，而必不可

少和愈益紧迫的几大国内任务的资源支出需求大为增加。可是，更重要的是与日本

以及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与海洋或近海邻国的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还有“回火”

( backfired) 效应，亦即美国战略力量近乎全系列的技术更新与日本追求军事权利和

军力增进。不仅如此，随杜特尔特出任总统，菲律宾的对外政策急剧变化，其对华态

度大幅度改善，从而必然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需要变得多少温和化。①

可以认为，所有这些对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行为产生了影响———促其温

和化的影响。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前，显著和重要的是中国大约在杭州二十国

峰会开幕前夕，开始调整在南海的态势。中国政府积极地与菲律宾改善关系，特别是

在杜特尔特 2016年 10 月访华期间，对菲许诺超过百亿美元的经贸帮助。② 九个月

后，连一名称南海的相对平静带“欺骗性”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过去一

年一直采取了对其他声索国的利益较为和蔼的态势，同时看来不再搞军事挑衅。不

仅如此，自那时以来中国政府没有正式讲过‘九段线’……它让菲律宾渔民进入他们

在斯卡伯勒浅滩( 黄岩岛) 的传统的捕鱼区，这长期以来是一大争夺对象。”“过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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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一项较早的正确的预料: Jane Perlez，“Prospect of Philipine Thaw Slows China＇s Plan in South China Sea，”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4，2016．
Tom Philips，“Has Duterte Ｒeally Ditched the US for Beijing＇s Embrace?”The Guardian，October 21，2016．



个月没有见到中国与各沿岸国的任何冲突，北京的言辞一直是和解性的。”①

然而，就中国战略态势的温和化而言，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被认作是个转折

点。特朗普给中国政府带来了严重的忧虑，因为他在竞选期间就中国贸易行为和惯

例发出无数次烈度空前的威胁性言辞，而这些言辞如果转变成真实的美国政策，就将

破坏中美经贸和金融关系，从而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不仅如此，他蓄意逼近

和触碰中国的台湾问题底线，在当选后不久便与“台独”倾向根深蒂固的台湾“总统”

蔡英文通电话。据《华盛顿邮报》经密集和较深入的调查而迅速披露，此次通话出自

特朗普外交 /安全核心团队的长时间精心策划和特朗普的首肯。“这次历史性的通

话———美国领导人与台湾领导人之间自 1979 年以来的首次———是特朗普的顾问们

中间关于与台湾接触的新战略的几个月悄然准备和谋划的产物”，“是一项蓄意的挑

衅行动，突出显示即将上台的总统背离往昔”。② 随即更有甚者，特朗普公然声称“我

不懂为什么我们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这至少如《纽约时报》所说，表明

“他认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的中心基础———人们所称的‘一个中国’政

策———已到了该被重新审视的时候。”③他明确示意他要将美国自 1979 年以来这项

传统的政策当作可以舍弃的讨价还价筹码，用来逼迫中国在朝鲜和贸易等问题上对

他大大退让。这当然令中国严重不安。可以说，中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忧惧，担心他

非常反华，非常冒险主义，非常马基雅维里主义( 或曰玩世不恭) 。

这样的忧虑几乎立即产生了政策效应: 习近平在应对特朗普方面采取空前耐心

和审慎的做法，仅仅在台湾和“一个中国”这核心问题上才公开表达毫无疑问的坚

定，明确声明一个中国原则不可谈判，“无论是谁或出于什么目的，如果试图破坏一

个中国原则，或者幻想将此作为交易筹码，必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

坚决反对，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④此外，中国政府采取和坚守一种纯反

应式方略，只是在特朗普“出牌”之后才相应决定是否做反应、在什么时候做反应和

做怎样的反应。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尽最大努力和最快速度，去寻找、发现和开发与

特朗普团队某些显要成员的有益的联系。总之，耐心、审慎、针对最核心威胁(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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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oit Hardy-Chartrand，“One Year after the South China Sea Ｒuling，A Deceiving Calm，”The Japan Times，July
16，2017．
Anne Gearan，Philip Ｒucker，and Simon Denyer，“Trump＇s Taiwan Phone Was Long Planned，Say People Who
Were Involved，”Th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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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个月里中国政府对特朗普威胁的唯一公开、但极为干脆和最有分量的拒斥。参见《外交部发言人:
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谈判的》，2017 年 1 月 16 日，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17 － 01 /16 /c _
129449198．htm。



只是针对这类威胁) 的非常坚决的公开抵抗、纯反应式方略、寻求和开发有益联系，

这些构成中国政府应对特朗普的战略，一种几乎急速形成的、处理意外紧急状态似的

战略。

这一战略很快证明颇为成功，从而成为中国多年里最精彩的对外战略决策之一。

2017年 2月初，特朗普差不多一夜之间就改而正式认可美国传统的“一个中国”政

策。这必定显著增强了习近平对“搞定”特朗普的信心。① 令人印象更深刻的是，特

朗普总统不久后就似乎多少不经意地给中国带来意外的非凡愉悦，特别是因为 2017

年 4月初中美首脑海湖庄园会晤的好得令人惊讶的气氛。紧随其后，特朗普不止一

次地公开盛赞习近平是强有力的、友好的世界级大国领袖，这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战略

态势的温和化。②

七 中国战略态势近乎全面的温和化( 2017年)

因此，再加上其他一些重要原因，特别是实力已显著腾升的中国在特朗普导致美

国的全球意愿和态势双收缩背景下参与引领世界的宏愿，中国以近乎全面的迹象，呈

现出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新的显著温和化态势，有效和显著地广泛改善了周边关系，

造就了十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最伟大成绩。从战略上说，这温和化的性质应被认

作是延宕克劳塞维茨式“胜利的顶点”( 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 ，③或用通俗话说
“好日子拉长着过”，因而对中国的长远总体利益来说甚为可取，甚为积极。

首先，必须密切注意与过去相比，中国政府对步步升级的朝鲜核导弹研发的态度

已变得空前严厉，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施加了那么多惩罚，这是中国先前从未愿意或敢

于做的。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争取良性的中美关系和维护世界核不扩散

体制。不仅如此，除了前面已讲过的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的显著温和化，中国政府还更

积极地力图改善与东盟及其成员国( 特别是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的关系，加大

加快了与东盟协商出《南海行为准则》的努力，以便稳定海上局势和增进中国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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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真正赢得了成功。”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时殷弘译) ，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 817、
824、827－828页。着重标志出自克劳塞维茨本人。



影响。还有，在海湖庄园中美峰会以后的几个月里，显然出于对美关系考虑，中国没

有像往常那样实际针对美国而公开强调中俄战略 /军事合作，即使在普京 2017 年 5

月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亦如此。大致与此同时，中俄两国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

利亚问题决议案表决时投票有异( 中国投弃权票，俄罗斯投反对票) 。①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出现显著改善迹象: 在日本政府改变原先有关立场、做出肯

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明确表示之后，习近平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会见日本自民

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指出中日双方应在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

改善两国关系。不足两周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

太郎在东京附近神奈川县举行数小时会谈，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亦存

在突出挑战，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在南海问题上则应

谨言慎行。② 可以认为，只要日本政府如此行事，只要中日两国各自大致保持新近确

定的有关轨道，两国间多年未有的正式的最高级互访和会晤在不久的未来就很有可

能实现。

中共十九大前后，中国东亚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的温和化不仅继续，而且得到加

强。就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而言，这一势头的意义甚为重大。从 2017 年 9 月起，中

国与新加坡的关系迅速改善，回暖的原因是新加坡在中国的压力下收敛甚或取消与

台湾的军训合作，同时在已经显著缓解的南海问题上不再明显地站在美国一边。几

乎同时，2017年 8 月底，中国与印度经过复杂的谈判，从双方边境洞朗地区各自后撤

部队，从而结束( 或更精确地说暂停) 持续了两个多月的严重军事对峙。③ 2017 年 10

月 30日，中韩关系持续下滑之势突然开始改观: 中国政府在中共十九大闭幕后几天，

将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与中韩关系的其余领域互动相“脱钩”，实际意味着放弃实

行大约一年半但无直接效果的“挂钩”政策。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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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现今的紧迫问题和仍需的战略探求

形势从不完美，探索永无止境。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困难

突出体现在朝鲜半岛问题和中美贸易对抗上。在前一个问题上，中国近 15年大致一

直面对困境，而近几年来尤甚。坦率地说，中国对朝鲜旨在争取稳定的和平和朝鲜无

核化的影响力，被同属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成分所抵消，那就是中国愈益广泛、严厉

的对朝制裁，而这反过来促使朝鲜愈益对华怀抱敌意。即使金正恩主要为与韩美两

国首脑谈判交易而急剧改善对华态势，中国广泛和严厉的对朝制裁依然存在，这一要

害问题将如何缓解尚无法预测。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有力

证据就是特朗普政府在整个 2017年不断且愈益激烈地发出对朝军事打击威胁，并且

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至于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则在 2017 年 10 月底中韩达成协议

之前也部分被抵消，由在韩部署“萨德”引发、延续一年多的中国事实上的对韩制裁。

自金正恩 2018年 1月 1日发出朝韩会谈以讨论朝鲜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倡

议以来，朝鲜半岛局势以平壤大致掌握主动权为首要特征，急剧和持续地发生重大变

换。首先，朝韩关系和美朝关系大为缓解，特别是金正恩与文在寅的最高级会晤成功

发表宣告结束半岛南北军事对抗状态的《板门店宣言》，而且金正恩与特朗普商议举

行史上首次朝美两国元首会晤。由此，半岛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急速消减，朝鲜非核

化问题发生重大的良性变化也有了几乎空前的希望; 其次，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与

习近平举行对中朝双方都卓有成效的最高级会谈。中朝关系由此骤然摆脱保持得过

久的历史最低点状态，同时也有力地增进了前述中国周边关系的近乎全面的显著改

善。某种意义上说，后一项急剧变化出自前一项，而前一项则首先出自下述根本事

实: 朝鲜已经拥有或非常接近拥有可实战的核中程导弹，从而具备了在任何可以设想

的一般情况下至少最低限度的核威慑。这一点令平壤可以从事真正的部分非核化
( 包括切实放弃核远程导弹及切实保证停止研发核潜射导弹之类新型核武器) ，只要

它从华盛顿得到所要求或可接受的“阶段性和同步”的军事、外交和经济让步。可以

认为，朝鲜彻底去核的可能性甚微，但实现部分非核化和对外政策相对和平化的前景

颇可期待。在此形势下，中国头等要务第一是坚持中国的应有权利和作用，扩大和深

化对朝鲜问题局势剧变的实质性参与，防止和阻止中国的正当利益和关切遭到其他

方面的忽视或损害; 第二是维护和增进来之不易的中朝关系改善，为此首先需要适当

地调整对朝经济政策，及时和妥善地重筑现已严重受损的中朝关系经济基础。

至于可能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对抗，则不仅需要“治标”性质的综合对策，即坚

决有力的贸易报复与谈判妥协意愿相结合，而且需要“治本”性质的基本认识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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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远更重要和深刻。必须认识到，全球既有秩序，至少是大致

自由和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已经或正在失去它在发达世界内的很大部分国内社会

基础，甚或政治基础。这就表明，既有的全球化要扬长弃短、改造更新，从而获得真正

的可持续性，就不仅需要像中国政府已经反复提倡的那样，在比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的方向上变得比较公正，比较均衡，而且需要多少鉴于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抱怨甚而

愤怒做出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它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

治基础。现今我们正在就此面临急剧的冲击和考验，首先是几乎急剧到来的中美贸

易对抗。这也表明，当今头号新兴强国对头号守成强国这“经典”国际政治问题不仅

是国际间的权势转移问题，也是国际间的广义的财富转移问题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国

内社会政治裂变问题。中国需要做出适当的调整，否则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就不大

可能持续下去。

2018年 4月 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作意义重大的主旨演

讲，其中宣告了中国政府在上述“治本”意义上决定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大

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

中国确实需要参照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抱怨甚而愤怒做出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既

有的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与此同时，这

样的重大举措也大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如此，当

前的国际和国内局势还告诉我们，中国需要通过真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

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地大大开发潜能依然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从而相

应地降低中国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

结 束 语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新时代。可以肯定，十九大以

后，考虑到此前五年已经在做的，中国对外政策方向将以较长期地说三个“更为大

力”为特征: ( 1) 更为大力地拓展和深化中国对全球政治经济和全球治理的积极参

与，包括在某些经选择的领域谋求中国的引领作用; ( 2) 更为大力地争取中国在亚洲

大陆甚而更多区域的经济优势和外交优势，加上与此相连的在经选择的某些地区或

要点上的战略存在或影响; ( 3) 更为大力地争取迟早确立中国在西太平洋西部( 即从

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之间的广阔海域洋域) 的战略 /军事优势。

放眼全球，比较中外，可谓中国大治，美国、西方和世界某些地区大乱，世界秩序

变动不定，世界形势除上面两个基本状态外大致扑朔迷离。因此，长期来看，对中国

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握全局，澄清底线，继而守住底线，首先将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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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继续提升中国的实力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操作能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纲争取实现中

国国家力量和社会健康的重大升级，从而为世界秩序的进步性转型提供一项最重要

的积极条件。然而，谋远求近，如果不能恰当地应对当前的严峻挑战，将严重妨碍争

取尽可能好的未来。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邀教授

( 本文责任编辑:赵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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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fter Deng Xiaoping:
The Search Process for National Foreign Strategies
Shi Yinhong ( 9)……………………………………………………

The national foreign strateg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arted with
Deng Xiaoping＇s essential judgment on major world trends and themes． Im-
mediately after China underwent a stern political ordeal at the turn of spring
and summer in 1989，Deng Xiaoping raised his most well-known grand
strategic policy of“26 characters”for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followed by his historic Southern Tour in 1992，which launched China into
a dramatic economic take-off and therefore created a fundamental environ-
ment for China＇s strategies． What came next was a complex search process
with vicissitudes and related events caused by NATO＇s Kosovo War in 1999
and its aftermath which we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merica ＇ s domestic
confusions and debates were made more profound by the 9 /11 terror attack，
and the key to this strategic evolution was defining the drastically changed
and changing situations． The CCP＇s Six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toward the
end of 2002 represented a further major clarific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China＇s foreign strategies，while important dilemmas and tensions still be-
ing embedded within． During the next six years，China developed a grand
successful strategy，combining peaceful rise on the one hand and military
build-up on the other． Since the fall of 2008，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eco-
nomic recession have made the western world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in a
relative sense，begin to increasingly decline． Accompanying this historic
structural change and multiplications was the intensified diplomatic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hina suffered a setback for various reasons． During the three and a half
years since the CCP ＇ s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held in November
2012，for the most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region of Asia and western Pacif-
ic China，mainly for its increasing strategic rights and power influence，
China depended primarily on the conduct of“strategic military，”followed
by a combined approach of“strategic military”with“strategic economy，”



resulting in both great benefits and major risks for China itself． Around the
opening of the G20 summit in Hangzhou in September 2016，the strategic
posture started to become moderate primarily as a major desirable develop-
ment． Then quickly，for dealing with the“Trump storm，”together with
other reasons including China＇s much greater aspiration to join the“world
leadership”after Trump＇s America drastically retrenched the U． S． global
commitments，China＇s strategic moderation in this broad region developed
greatly throughout the entire year of 2017． At the same time，Beijing ＇ s
greatest foreign difficulty during this year adamantly remained the North
Korea problem． The CCP ＇s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has launched a
new era of“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under the centralized
command of Xi Jinping，and the“three plus”will surely constitute the
long-term prospect of China＇s foreign strategi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Zhao Kejin and Shi Yan ( 32)………………………………………

Build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goals of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As China moves closer toward
the center of global scenario，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has undergone historic changes． As a fast-growing economy with a popula-
tion of nearly 1．4 billion，what role will China play in global affairs? Which
foreign policies will the country employ? How will it impact the world? In
response to these concerns，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Build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featuring win-win cooperation． Com-
pared with the old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w Type of Inter-
national Ｒelations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mutual respect，fairness and
justice，as well as win-win cooperation． It is based on an organic combina-
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sovereignty，values，and interests． The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is a breakthrough in conventional politics based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as it transcends strict lines of ideologies divided by
social institutions． This case study on Sino-U．S． relations shows that despite
many uncertainties，the prospects for building an overall stable and bal-
anced framework of Major Power Ｒelationship are still optimistic． It is of
fair expectation that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featuring norms
of mutual respect，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win-win cooperation may be es-
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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